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的员工主动学习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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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新一轮的变革，已经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但是，学界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诱发的员工心理、行为反应的研究还处于初探阶段，尤其鲜有文献关注员工的行为策略。依据资源保存理论，本文探讨了员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行为策略、发生机制及其边界条件。采用多时点、多来源方法收集305名领导-下属配对数据，使用阶层回归分析数据。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诱发员工的主动学习行为；（2）工作不安全感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员工的主动学习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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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triggered a new round of change and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However,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reactions of employees trigger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still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 In addition, few literatures pay attention to the behavior strategies. Based on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behavioral strategy,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 for employees to respond to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data from 305 supervisor-subordinate dyads were selected by using the time-lagged and multi-source method,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riggers the employee’s proactive learning behavior. The job insecurity plays a part of th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employee’s proactive learning behavior. Employee’s proactive personali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employee’s proactive learning behavior through job in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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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AlphaGo在人机围棋对弈中的惊人战绩，以及Chat GPT展示出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社会大众开始普遍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其实，在这之前人工智能技术早已应用于生产至消费的多个环节；并且，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技术，其应用已经引起了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由于拥有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润的特点，人工智能技术备受企业界的青睐。尤其我国也已成为世界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例如机器人）最多、增速最快的国家[1]。对于员工来说，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替代他们的劳动，可能引发他们的失业风险[2,3]；甚至，挑战他们的生存方式、威胁他们的劳动价值[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员工会如何反应以及如何应对呢？这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驱动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重要议题[5]。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重要引擎，引发了多领域、多环节的变革。基于此，学术界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产生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减少员工的创新行为[6]、变革支持意愿[7]，增强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8]，诱发抑郁和犬儒主义倾向[9]以及离职意愿[10]，同时也会降低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9]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不仅仅产生消极影响，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的嵌入对员工的工作岗位提出新的要求，这将增强员工的工作旺盛感[11]；也有文献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工作绩效存在部分[12]或全部[13]的正向影响。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强调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造成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员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行为策略[14]。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虽使员工感知到工作存在被替代的风险[2,3]，但是也将在未来创造更多的新岗位[8,15,16,17]。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会改变社会分工，导致员工业务内容的“转型”[4]，员工是否会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策略来适应新的就业形势，进一步拓展其职业发展呢？根据资源保存理论[18,19]，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威胁员工在组织中的自我价值，为了恢复自我价值评价以及增强掌控自身工作稳定性的信心，员工将主动学习新技能、新知识、新能力。也就是说，主动学习行为是员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行为策略。这有利于学界认识员工在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时的积极行为策略。
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产生的影响，大多数文献是基于理论展开探讨的，例如数智时代的自我领导和自我管理[20]，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影响[5,14]，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21,22,23]，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人机互动[24,25,26]，等等。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如何影响员工的意愿、行为的研究相对比较匮乏。已有文献基于组织自尊[7]、工作满意、工作焦虑[6]、胜任需求[11]、成长需求强度[12]、知识技能要求[13]等研究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影响员工行为、意愿的心理机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可能淘汰某些工种、某些行业[27]，它造成的最大威胁是替代人类劳动[4]，这将直接影响员工工作的存续性、稳定性[28]。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员工最直接的影响应该是导致他们产生工作不安全感。学界却不曾基于工作不安全感的视角研究其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影响员工行为的内在机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促使员工感受到自身工作的稳定性、存续性受到威胁，进而产生工作不安全感；感受到工作不安全的员工将通过付出更多的努力，提升自我能力、增加个体资源，从而缓减或消除工作不安全感。即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将通过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对其主动学习行为产生影响。这丰富了学界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影响员工行为内在机制的了解，以及增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如何驱动员工主动开展学习行为的心理机制的认识。
已有文献基于组织支持感、竞争氛围感知[10]、威胁感知[7]、人机共生关系[11]、职业能力[8]、组织领导遗忘[12]等研究了情境因素、个体因素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影响员工行为或意愿中的调节作用。但是，员工的人格特质如何调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行为、意愿的影响，学界没有进行研究。本文聚焦积极人格特质——主动性人格，探索其如何影响员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行为策略以及内在机制。积极人格特质是一种重要的个体资源[18]，具有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因其本身拥有较多的资源[29]而不惧怕个体资源的损耗，更可能以积极主动的方式来获取资源[30]。因此，相对于低主动性人格的员工，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面对工作不安全感时更可能通过学习行为来增强掌控工作稳定性、存续性的自信心、确定性。因此，主动性人格将调节工作不安全对主动学习行为的影响；同时，本文也认为，主动性人格将调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的主动学习行为的间接影响。基于主动性人格为边界条件的研究，明确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影响员工主动学习行为内在机制的边界条件。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技术冲击意识与主动学习行为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渗透于养老、安全、健康、教育等多个行业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多个环节[3]，在未来会替代员工的劳动[4,5,23]。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将改变劳动分工甚至替代脑力劳动、体力劳动[31]。基于此种情形，员工将形成“技术替代感知”，也就是技术冲击意识[7]。技术冲击意识是指员工对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替代其职业可能性的感知[9]。根据定义，技术冲击意识的形成使员工认为自己目前的工作岗位存在被人工智能技术所替代的可能性。完成本职工作进而获取劳动报酬[32]，是员工存在于组织之中的意义所在，也是体现个人价值的方式[4]。基于自身工作岗位可能被替代的技术替代感知，员工认为自己在未来很可能会失业而无法获取劳动报酬，这将威胁员工在组织中的个人价值[7]。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为了防止资源的持续流失，在资源获取意识的驱动下个体将增加资源获取的行为[18,19]。员工对自我价值的积极评价是一种重要的个体资源[18,33]。当感受自我价值被威胁或者受到挑战时，员工将增加提升自我价值的行为[34,35]，以此来恢复个体资源。主动学习行为指个体自主决定投入学习活动，以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和新能力的行为[36]。员工通过主动学习获取新技能、新知识、新能力，可以提升其积极自我评价[34,35]。也就是说，主动学习行为能够实现员工恢复积极自我评价这种重要个体资源的功能。因此，技术冲击意识将诱发员工的主动学习行为。
H1：技术冲击意识正向影响员工的主动学习行为。
2.2 工作不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工作不安全感是指个体对工作存续性和稳定性的不确定程度的感知[37]，包括担忧可能失去工作或者失去有价值的工作特征（如职业发展机会、薪酬等）[38]。员工形成技术冲击意识，认为自己目前的工作岗位存在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风险[9]。也就是说，此种情形之下员工认为自己目前所做工作的稳定性、存续性欠佳。稳定的工作特征对员工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资源[18]。虽然新技术的应用不会马上导致员工失去这种稳定的工作特征的消失，但是对工作存续性、稳定性的担忧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亚于真正失去工作[37]，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会让员工感受到稳定的工作特征这一资源面临损失的威胁。另外，员工对自身工作可能被替代的技术感知，会促使他们形成恐惧[14]、担忧[4]、焦虑[5,8]等负面情绪。当体验到负面情绪时，个体会调节或改善负面情绪体验[39]，而这个过程需要消耗其生理和心理资源[39]。根据资源保存理论[18,19]，当个体感受到失去资源的威胁以及无力保护个体资源时，会产生心理压力，进而产生工作不安全感[8]。已有文献表明，机器人规模应用将导致员工工作不安全感的产生[8]。
H2：技术冲击意识正向影响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
心理安全感是一种的心理资源充盈的状态[41]；与此相对应，工作不安全感是一种心理资源匮乏的心理状态。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为了防止资源的持续流失，员工在资源获取意识的驱动下将主动获取资源[18,19]。员工对工作不安全的反应可能是努力[42]。具体来说，感受到工作不安全的员工将通过付出更多的积极行动，使自己对组织更有价值，从而缓减或消除工作中的不安全感[42]。工作不安全感是一种压力源，感受到工作不安全感的员工要想掌控工作的稳定性、存续性，首先需要开展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43]。员工通过主动学习获取新技能、新知识、新能力，可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技能储备以及能力储备，从而使自己拥有更多信心掌控工作的存续性和稳定性[44]。与此同时，员工的主动学习行为增加了个体资源，具有缓减或消除因工作不安全感产生的资源匮乏的目的。因此，工作不安全感可能诱发员工的主动学习行为。
H3：工作不安全感正向影响员工的主动学习行为。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对外界情境的感知可能损耗个体资源，在资源获取意识的驱使下员工将增加资源获取的行为[18,19]。员工形成技术冲击意识，认为自己目前的工作岗位存在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风险[9]。由于稳定的工作特征是一种重要的条件资源[18]，因此形成技术冲击意识将威胁员工的个体资源；另外，形成技术冲击意识的员工将产生一系列消极情绪（例如，恐惧、担忧、焦虑等）[4,5,8,14]，当他们调节这些负面情绪时将耗损很多生理和心理资源[40]。当个体感受到失去资源的威胁以及无力保护个体资源时，会产生工作不安全感[8]。感受到工作不安全的员工将通过付出更多的努力，提升自我能力、增加个体资源，从而缓减或消除工作中的不安全感。基于此，在工作不安全感的驱使下，员工将通过主动学习新技能、新知识、新能力的方式来充实自己、提升自己，从而增强掌控工作存续性和稳定性的信心。综上，技术冲击意识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H4：工作不安全感在技术冲击意识与主动学习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2.3 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主动性人格是个体主动采取行动以改变环境的倾向[45]。资源保存理论认为积极的人格特质是个体的重要资源[18,17]。作为典型的积极人格特质，拥有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其本身拥有较多的应对资源[29]。当面对资源匮乏的压力时，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可能不太惧怕自身资源的损耗，或许敢于主动构建资源[30]，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寻求自身处境的改变[46]。对于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来说，当他们形成工作不安全感时，他们可能不惧怕资源的流失，更愿意选择积极主动的学习行为来掌控自己工作的存续性和确定性，增强稳定自己工作的信心。也就是说，员工的主动性人格越强，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强烈。对于低主动性人格的员工来说，当他们形成工作不安全感时，由于他们自己拥有的资源较少，可能不愿意投入资源改变现状，更愿意选择坐以待毙而不是主动学习。也就是说，员工的主动性人格越低，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弱。
H5：主动性人格调节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主动学习行为的影响。具体来说，员工的主动性人格越高，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主动学习行为的影响越强；反之，员工的主动性人格越低，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主动学习行为的影响越弱。
综上，主动性人格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员工主动学习行为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结合工作不安全感在技术冲击意识与主动学习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提出一个第二阶段带调节的中介模型，即主动性人格在技术冲击意识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间接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具体讲，员工的主动性人格越高，技术冲击意识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间接影响越强；相反，员工的主动性人格越低，技术冲击意识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间接影响越弱。
H6：主动性人格会正向调节技术冲击意识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间接影响，即主动性人格越高，这一间接关系越强；反之，间接关系越弱。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
研究样本来源于重庆、广东、广西等地区，并按照领导-下属1:1配对的方式收集数据。经企业高管的同意后，通过现场发放的方式发放问卷。为了减少外界干扰因素和被试的顾虑，我们预先将问卷装入信封，并用双面胶密封。问卷卷首重申保密原则与研究目的，提醒被试根据真实情况填写。为了减少共同方法偏差，本文采用两阶段收集领导-员工配对数据。在第一阶段，收集员工人口统计变量、技术冲击意识、工作不安全感三方面的数据。在第二阶段（间隔一个月之后），收集主动性人格、主动学习行为两个量表的数据。其中，主动学习行为由员工的直属领导报告，其它变量由员工报告。
第一轮问卷总共发放350份，回收330份填写完整的问卷；第二轮问卷共回收下属问卷315份有效问卷。删除随意乱答、选项明显存在规律的无效问卷后，最终回收305套领导-下属配对问卷。问卷总体回收率为87.14%。从性别来看，男性占比50.8%；从学历来看，本科或大专学历为主，占比57.4%；从工作年限来看，4—10年的占绝大多数；从年龄来看，大部分为25—35岁。
3.2 测量工具
技术冲击意识的测量采用徐广路等[7]修改的Li等[10]开发的4题量表，如“我认为我的工作有很大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机器所取代”。本文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10，AVE为0.639，CR为0.876。
工作不安全感的测量采用Hellgren和Sverke[48]开发的3题量表，如“我担心会被迫离职”。本文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23，AVE为0.743，CR为0.897。
主动学习行为的测量使用Bezuijen等[49]开发的8题量表，如“在工作中，该员工会不断学习新技能”。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9，AVE为0.503，CR为0.890。
主动性人格的测量采用了Wu等[50]改编的Bateman和Crant[44]开发的量表，共4个条目，如“我比较善于发现机会”。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2，AVE为0.652，CR为0.837。
所有量表均采用5点制计分，1代表“从不”或“非常不同意”，5代表“经常”或“非常同意”。另外，本文将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学历、工作行业等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4 数据分析
4.1 验证性因子及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基于Mplus 7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4因子模型比其他嵌套模型拟合效果都要好（2/df=1.794，CFI=0.960，TLI=0.953，RMSEA=0.051，SRMR=0.046），表明各测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1 测量模型的比较
	模型
	所含因子
	χ2/df
	TLI
	CFI
	RMSEA
	SRMR

	4因子模型
	TDA，JI，PP，PL
	261.930/146
	0.953
	0.960
	0.051
	0.046

	3因子模型
	TDA，JI+PP，PL
	483.652/149
	0.868
	0.885
	0.086
	0.073

	2因子模型
	TDA+JI+PP，PL
	719.504/151
	0.778
	0.804
	0.111
	0.087

	1因子模型
	TDA+JI+PP+PL
	1222.259/90
	0.585
	0.631
	0.152
	0.138


注：TDA代表技术冲击意识，JI代表工作不安全感，PP代表主动性人格，PL代表主动学习行为；+代表因子合并；N=305。
虽然本文采用领导-员工配对、两时点的方式收集数据，但是技术冲击意识、工作不安全感、主动性人格由同一主体（员工）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通过Harman单因子检验发现，第一个主成分解释的变异为36.182%，没有超过40%的临界标准[51]。因此，本文中的数据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4.2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表2列出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由表2可知，技术冲击意识与主动学习行为显著正相关（β=0.285，p＜0.01），技术冲击意识与工作不安全感显著正相关（β=0.427，p＜0.01），工作不安全感与主动学习行为显著正相关（β=0.333，p＜0.01）。根据以上结果，本文的假设H1、H2、H3初步得到了支持。
表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1.性别
	0.490
	0.501
	
	
	
	
	
	
	
	

	2.年龄
	29.87
	5.751
	0.005
	
	
	
	
	
	
	

	3.学历
	0.910
	0.648
	0.028
	0.167**
	
	
	
	
	
	

	4.工作年限
	8.280
	5.853
	－0.015
	0.891**
	－0.275
	
	
	
	
	

	5.工作行业
	1.090
	0.981
	－0.049
	0.011
	0.033
	－0.001
	
	
	
	

	6. TDA
	2.860
	0.858
	0.001
	－0.046
	－0.012
	－0.047
	0.225**
	
	
	

	7. JI
	3.416
	0.783
	－0.012
	0.430**
	－0.062
	0.442**
	0.120*
	0.427**
	
	

	8. PL
	2.788
	0.825
	0.003
	0.008
	0.033
	0.000
	0.038
	0.285**
	0.333**
	

	9. PP
	3.143
	0.735
	－0.009
	0.232**
	0.003
	0.216**
	0.060
	0.223**
	0.351**
	0.310**


注：TDA代表技术冲击意识，JI代表工作不安全感，PL代表主动学习行为，PP代表主动性人格；*为p<0.05，**为p<0.01；N=305。
4.3 假设检验
运用SPSS 24，基于阶层线性回归法以及PROCESS插件对假设进行检验。模型1和模型2以工作不安全感为结果变量，模型1引入控制变量，模型2检验技术冲击意识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和模型7以主动学习行为为结果变量，模型3引入控制变量，模型4检验主效应技术冲击意识对主动学习行为的影响，模型5检验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影响，模型6检验工作不安全感在技术冲击意识和主动学习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模型7检验主动性人格对工作不安全感与主动学习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3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量
	工作不安全感
	
	主动学习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性别
	－0.005
	－0.009
	
	0.006
	0.003
	0.008
	0.006
	0.031

	年龄
	0.465
	0.315
	
	－0.282
	－0.382
	－0.478
	－0.491
	－0.699

	学历
	0.035
	－0.065
	
	0.159
	0.214
	0.221
	0.237
	0.315

	工作年限
	－0.002
	0.164
	
	0.295
	0.413
	0.300
	0.357
	0.336

	工作行业
	0.096*
	0.019
	
	0.037
	－0.030
	－0.014
	－0.037
	－0.038

	技术冲击意识
	
	0.444***
	
	
	0.297***
	
	0.143*
	

	工作不安全感
	
	
	
	
	
	0.422***
	0.345***
	0.334***

	主动性人格
	
	
	
	
	
	
	
	0.370***

	工作不安全感
*主动性人格
	
	
	
	
	
	
	
	0.439***

	R2
	0.218
	0.404
	
	0.004
	0.087
	0.143
	0.158
	0.349

	F
	16.663***
	33.690***
	
	0.258
	4.751***
	8.320***
	7.976***
	19.831***

	ΔR2
	0.217
	0.186
	
	0.026
	0.160
	0.139
	0.154
	0.345


注：*为p<0.05，**为p<0.01，***为p<0.001；N=305。
由表3模型4可知，技术冲击意识对主动学习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97，p＜0.001），H1得到验证。由表3模型2可知，技术冲击意识对工作不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44，p＜0.001），H2得到验证。由表3模型5可知，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22，p＜0.001），H3得到验证。
工作不安全感对技术冲击意识与主动学习行为之间中介机制的检验发现，当在回归分析中加入工作不安全感后，技术冲击意识对主动学习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下降，由模型4中的β=0.297（p＜0.001）下降到模型6中的β=0.143（p＜0.05）。进一步采用Process插件中的MODEL 4检验，重复抽样5000次的结果发现，技术冲击意识与主动学习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达到显著水平（β=0.147，95%CI（0.075，0.225），区间不包括零）。由于区间不包括零，说明工作不安全感部分中介技术冲击意识对主动学习行为的正向影响，H3得到验证。
主动性人格对工作不安全感与主动学习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发现，当主动性人格与工作不安全感以及两者的交互项放入模型7后，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显著（β=0.439，p＜0.001）。检验结果表明，主动性人格对工作不安全感与主动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正向的调节效应。本文进一步采用Process插件中的MODEL 1，分别基于高（增加一个标准差）或低（减少一个标准差）主动性人格来分析调节效应。当主动性人格处于低水平时，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影响是不显著的（β=0.009，95%CI（－0.133，0.151），区间包括零）；当主动性人格处于高水平时，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β=0.694，95%CI（0.556，0.832），区间不包括零）。根据以上分析可知，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工作不安全感与主动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H5得到验证结果。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主动性人格对工作不安全感与主动学习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绘制了调节效应图，如图2所示。

图2 主动性人格的调节效应图
本文采用Process插件中的MODEL 14，分别基于高（增加一个标准差）或低（减少一个标准差）主动性人格的间接效应的显著性来检验被调节的中介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当主动性人格处于低水平时，技术冲击意识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间接效应是不显著的（β=－0.055，95%CI（－0.073，0.064），区间包括零）；当主动性人格处于高水平时，技术冲击意识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间接效应是显著的（β=0.266，95%CI（0.188，0.196），区间不包括零）；而且，高/低水平主动性人格对技术冲击意识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间接效应的差异也达到显著水平（β=0.273，95%CI（0.200，0.349），区间不包括零）。因此，主动性人格对技术冲击意识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间接影响的调节效应是显著的。即H6得到验证。
表4 被调节的中介检验结果（重复抽样5000次）
	变  量
	技术冲击意识→工作不安全感→主动学习行为

	
	效应
	SE
	95%置信区间

	
	
	
	LCI（低）
	LCI（高）

	低主动性人格
	－0.008
	0.035
	－0.073
	0.064

	高主动性人格
	0.266
	0.042
	0.188
	0.196

	高/低间接效应差异
	0.273
	0.039
	0.200
	0.349


5 结论和贡献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本文探讨了当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时，员工的主动学习行为；并且，以工作不安全感为中介，以主动性人格为调节，检验其中的发生机制以及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催生员工的主动学习行为；人工智能技术大的应用将诱发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进而刺激他们进行主动学习，即工作不安全感中介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员工的主动学习行为之间的联系；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了工作不安全感与主动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通过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对其主动学习行为的间接影响。
5.1 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研究了员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行为策略。现有文献研究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的影响，例如减少创新行为[6]、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9]、变革支持意愿[7]，诱发抑郁、犬儒主义倾向[9]、离职意愿[10]、工作不安全感[8]，以及部分[12]或全部[13]正向影响工作绩效等。但是，鲜有文献关注员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行为策略[14]。本文认为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将导致员工主动学习行为的增加。也就是说，主动学习是员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行为策略。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学界了解员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行为策略。
第二，本文研究了员工以主动学习行为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心理机制。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理论层面讨论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引发的人力资源管理[5,14]、就业形势[21,22,23]的改变，以及人机互动[24,25,26]。对新技术应用影响员工行为意愿、行为的心理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仅限于组织自尊[7]、胜任需求[11]、工作满意和工作焦虑[6]、成长需求强度[12]、知识技能要求[13]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造成的最大威胁是替代人类劳动[4]，这将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学界却不曾基于工作不安全感的视角研究其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影响员工行为的内在机制。本文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将使员工感知到自己的工作可能被替代，产生工作不安全感，在工作不安全感的趋势下员工将增加主动学习行为。也就是说，员工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员工将产生工作不安全感，进而驱动他们的主动学习行为，工作不安全感是驱动员工以主动学习行为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内在机制。这丰富了学界认识员工采取行为策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心理机制。
第三，本文基于人格特质，探寻了员工以主动学习行为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边界条件。已有文献基于威胁感知[7]、人机共生关系[11]、组织支持感和竞争氛围感知[10]、组织领导遗忘[12]等情境因素，以及基于职业能力[8]的个体因素，研究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影响员工行为、意愿中的调节作用。但是，还没有讨论人格特质作为边界条件如何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本文认为由于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拥有较多的个体资源，在面对工作不安全感时更愿意以学习行为来增强对工作存续性、稳定性的掌控。也就是说，主动性人格将强化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学习行为的正向影响；同时，主动性人格也将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通过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对其主动学习行为的间接正向影响。基于主动性人格为边界条件的研究，明确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影响员工主动行为内在机制的边界条件，丰富了学界认识哪些员工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更可能选择主动学习的应对方式。
5.2 实践启示
推进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发展是国家宏观层面的大战略，作为微观层面的企业主体推进业务的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建设是势在必行。虽然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企业经营效率，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能会遭受来自各方的阻力。基于员工层面来说，管理者并不需要担心，因为员工会以主动学习的行为策略来应对新技术的应用，适应新的就业形势。企业需要定期举行技能、知识、能力培训，为员工自主学习提供更多的、更专业的机会。企业为员工提供学习的平台、学习的平台，员工通过自主学习提升能力、技术可以更好地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这将促使企业与员工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打造一种双赢的局面。
工作不安全感是驱动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员工选择主动学习行为的心理机制。在推进企业业务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建设时，管理者需要强化员工的不安全感。在企业愿景中要明确提及公司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发展的方向；并且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制定企业发展规划时，要深入分析企业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发展的必要性，同时也要确定具体业务发展的进程。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员工会感受到公司推进技术变革的决心，了解其中的变革进程，进而提高了工作不安全感，在工作不安全感的驱使下降开展主动学习行为。
基于主动性人格会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通过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对其主动学习行为的间接正向作用，企业在人才选择方面需要作出筛选。企业需要重视在招聘环节对高主动性人格员工的选拔。同时，企业需要通过施加压力推动主动性人格较低员工的主动学习。因为相对于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低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在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时，他们较少采取主动学习的行为来积极应对。
5.3 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第一，本文认为，主动学习之所以成为员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行为策略，是因为主动学习行为能够缓减或消除工作不安全感，这是本文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本文的研究并没有论证主动学习行为最终是否缓减或消除了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即没有检验这种行为的现实有效性。因此，未来可以设计实验，进一步论证主动学习行为对缓减或消除工作不安全感的实际效用，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验证。
第二，本文在推导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主动学习行为的影响时，阐述了前者可能威胁员工在组织中的自我价值评价。根据积极自我评价维持理论[34]，感受到自我价值被威胁的会通过提升自我的方式来恢复自我价值评价。但是，本文并没有对这种机制进行验证。未来可以基于自我价值威胁的视角或者自尊威胁的视角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主动学习行为的传导机制，为了解前者对后者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的多样性作出贡献。
第三，本文虽然通过两阶段收集数据，但是依然没能验证其中的因果关系，未来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来进行补充研究；另外，本文仅仅验证了主动性人格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影响员工主动学习行为中的调节作用，未来可以基于更多人格特质作为边界条件，进一步研究其中的权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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